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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现代土地法改革的先声 
——1828～1863年英国律师土地法改革活动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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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28～1863年，英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改革家，他们组建协会、创办刊物，并以此为根据地努力推进现

代土地法改革的进程。改革者在改革的道路上遇到了政治的压力、民众的冷漠和技术的困难，但这些先驱们的工

作确实为 1925 年一系列改革的成功奠定了相当的基础。本文通过对改革中文献材料的分析，力图展现英国现代

土地法改革初期的真实矛盾和斗争，并深刻地揭示出律师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及改革者初期受挫的原因，希望可

以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法制改革提供些许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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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土地法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是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土地法；第二是诺曼征服后建

立起来的封建土地法；第三是以 1925年《财产法》(Law 
of Property Act)、《土地登记法》(Land Registration Act)
等六部法典的修订为起点的现代土地法。盎格鲁－撒

克逊时期的土地法是比较原始的，甚至只能称为土地

法律习惯，而英国的封建土地法却十分发达，它以土

地保有制为特点，发展长达 800余年。 
时间转入 19世纪，英国的封建土地法再也无法适

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人们渐渐意识到改革复杂、保守

和落后的土地法势在必行。19 世纪初到 1925 年的英
国土地法改革推动了土地的市场流转，初步建立了现

代土地法律制度。而在这次现代土地法改革中，英国

的律师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他们倡导改革、研究改

革思路、起草法案、主办法学刊物，为改革作出了不

可忽视的贡献。 
1828～1863年，以布拉姆在英国国会上的演讲为

起点，以法律修订协会被兼并为终点，可以称为本次

改革的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英国涌现出了布拉姆、

汉弗莱、斯图尔特、毛姆、坎贝尔、菲尔德等一批优

秀的律师和改革家，他们组建了不动产法委员会、法

律修订协会、事务律师协会等组织，创办了《法律评

论者》、《法律评论》等刊物，并以此为阵地努力推进

现代土地法改革的进程，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切改革的初期都是艰苦的，改革者在改革的道

路上遇到了政治的压力、民众的冷漠和技术的困难。

初期的改革也许并不算成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

认，这些先驱们的工作为 1925年一系列改革的成功奠
定了相当的基础。 
 

一、改革的有关讨论 
 
亨利·布拉姆(Henry Brougham)是英国著名的法

制改革家。1828年，他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长达 6个
小时的演讲，建议包括了：废除英国地方存在的土地

保有制习惯；改革和解诉讼和共谋拟诉制度；废除家

族授产中的信托制度；简化财产处分中的技术术语等。
[1](348)实际上这揭露了英国土地法的深层次问题。 
但是，布拉姆的研究只是针对一些毫无关联的、

随机发生的事实，虽然每个事情都很重要，但它们之

间并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它们中有关于法制改革的， 
也有与法制改革无关的。与此相对，詹姆斯·汉弗

莱（James Humphreys）的改革思路则更为系统和

有效，他注重法律原则的研究，并在原则的基础上

形成体系。 

杰米·边沁(Jeremy Bentham)对布拉姆的评价可谓
是冷语相向。其原因也十分明显： 边沁是个系统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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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布拉姆的观点大为不同。比如，边沁认为法律必

须符合完整性、普遍性、简洁性、明确性、结构严谨

性等要求，而布拉姆故意不提及不动产法、股权和商

业法，这样系统的法制改革根本不可能实现，边沁认

为他的建议只不过是对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 
边沁可以说是英格兰法制改革之父，他是英国

功利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他认为当时英国普通法的

体系非常不系统，要进行大规模的法典化。 
然而，布拉姆并没有接受边沁的观点。在他的

推动下，英国议会成立了“不动产法委员会”， 主席是
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它的主要成员除了坎
贝尔是苏格兰普通律师之外，其他人都是不动产律师

中的精英分子。 
因为成员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不动产法委员会

关注更多的是完成任务的方法，而非完成的任务本身。

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利用不动产和信托法律原则的灵活

性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而最终问题只是找到一个途

径。不动产法委员会的结论是，不动产实体法符合时

代的要求，无须作更多变动，这样法典化显然不是他

们的追求。委员会的计划是修改《拟诉弃权法》(Fines 
and Recoveries Act 1833)、《不动产时效法》(Real 
Property Limitation Act 1833)和《遗嘱法》(Wills Act 
1837)。梅特兰对此的评价是“真是大胆的计划”。英国
不动产律师之父巴特勒对委员会的态度也不友善：它

就像是对一株古木进行了修剪和嫁接。 
与此同时，汉弗莱亲自撰写了土地法典。边沁

对此赞赏有加。当他第一次看到这部法典的时候，

狂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边沁关注的要点始终是实

用的问题，比如，他曾提出，复写纸可以在登记中

减少大量的文书工作。登记改革主要的困难都存在

于实际执行当中，如果汉弗莱真希望他的建议可以

付诸实践，他也一定会着眼于这些技术性问题。布

拉姆的法典在委员会内部也受到好评，但其他人却

对它并不关注。 

由此可以看出，边沁的改革思路与渐近主义的

改革者不同，即便是与布拉姆这种稍显激进的渐近

主义者也有很大差别。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第一，边沁认为，法制改革应当源始于对现在

社会需求的调查，而并非基于现有的法律制度，在

此基础上，有必要时可以创造新的概念和术语以作

为新法典的基础；第二，改革应当是系统的，新立

法应当以法典的形式体现。汉弗莱显然是边沁喜欢

的类型；而布拉姆则完全不合乎要求。 

 

二、改革的若干提案 
 
在 1832年之后，英国年青的律师如果已经具备了

进入下议院的潜力，他一定会希望加入布拉姆的组织，

以在法制改革中赢得名声。詹姆士·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就是其中之一。1837 年，斯图尔特在下议院
中出任霍尼顿市的代表，当时他是个改革派的自由党

人，也是一个出色的不动产律师。后来，他加入了公

簿保有转化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Copyhold 
Enfranchisement)，而坎贝尔那时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
员。 

1841年，斯图尔特尝试性地向下议院提出了一项
关于取消“出租与弃权”转让方式的提案。因为这种转
让方式成本过高的弊端，斯图尔特在提案中提出议会

应当取消“出租”作为转让必需步骤的规定。为了不让
皇室感到不安，他在起草中非常谨慎，甚至还特地提

到，即便取消出租这个步骤，皇室还可以按照原有比

例对租赁文书征收契税。根据斯图尔特的计算，虽然

印花税征收机构每年对已经不存在的文书征收五万英

磅的契税，在不动产交易中，每年还可以节省五万英

磅的开支。[2]虽然这条提案在会上根本就没有提交审

议，但不能不说它还是非常合理和有益的。 
斯图尔特的第二次努力是改革慈善信托的管理。

但是，他的提案受到了教会的攻击，最后在一片反对

声中失败。他的第三个提案是在他 1941年离开议会之
后，由坎贝尔代为提交的。提案中，斯图尔特设计了

一种费用不到 300英磅的不动产交易形式。他的提案
既不受保守党的支持，也不得辉格党的喜欢，当时大

法官戏称斯图尔特为业余法制改革家。 
1852年，斯图尔特在回忆他提案的缺陷时写道：

“尝试一下，犯些错误，总比连试都不试好。因为在错
误中我们能够进步，就像我关于不动产的提案，虽然

提出时不受关注，但最终在 1846年催生了布拉姆的两
个法案——其中一个规定了不动产转让和租赁的简易

交易形式以供人们选择使用。”[3](119−124) 

边沁、汉弗莱和不动产法委员会都认为应当建立

普遍的不动产契约登记制度。对于这个问题，委员会

不但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还非常认真地提出了立

法建议。而委员会成员刘易斯·杜沃尔(Lewis Duval)
的主要工作集中于解决阻碍契约登记的实践问题，比

如，如何建立一套索引体系，以便登记者可以快捷、

全面、准确地进行检索。但是，起草者的精心设计并

没有推动建议的实现，关于登记的提案像其他改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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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样被丢进了下议院的废纸堆。这次失败使越来越

多的改革者相信，除非从立法制度上进行改革，否则

所有的法律修订都会在享受着既得利益并且目光短浅

的议员那里搁浅。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导师们有一个理论：现代政府

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一套有效的现

代法律制度。不但如此，他们还为政府勾画了实现这

一目标的路径，并且他们强调这一过程重要的是系统

性。这就要求立法者不但要意识到一般立法的重要性，

还同时要了解改革的系统性。如果立法制度不进行改

革，达到上面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 1832年改
革大潮涌动的时候，等待立法者自动地改变显然是不

切实际的。所以，1833年，边沁主义者对当前缓慢的
改革进程首先发难：“政府应该为这些受阻的改革计划
提供最大可能的帮助，而改革的推进将要面临英国贵

族式的无知、自私和冷漠。”[4] 

1843年，埃德温·菲尔德(Edwin Field)也批评了
政府的不作为，认为政府虽然建立了改革委员会，但

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依据法律理论进行的”[3]。最

终菲尔德期待的登记法成为了一个理想，国家没有简

化不动产转让的程序——如果在实际上程序简化了一

些，那也只是律师们的贡献，国家什么也没有做。国

家对法制改革的不负责任，引发了人们的失望，乃至

气愤。对国家的批评声未绝，很多人开始迁怒于法律

职业人群，因为法制改革当然是法律职业人的领域，

人们在社会上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改革推动力量。而法

律职业者都做了什么? 而菲尔德的批评并不是说法律
守久不变，而是随意改变。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又

一部不完善的《破产法》出台立法者应感到羞耻。 
 

三、改革的组织机构 
 
不动产法委员会是议会成立的，虽然在律师们看

来，它也可以称得上是法制改革的良好典范——它由

一些没有政治倾向的法律专家组成，这些法律专家亲

自执笔，法案精细和专业到通过后根本无须修改(如果
能通过的话)。在工作方面，委员们在形成建议时会在
同行内部广泛地征求意见，以便他们的意见能够代表

大多数人。但是，提案的通过却总取决于议院中几个

人的意见。委员会提出的无关痛痒的日常建议成为了

法律，而有建设性的创新计划却毫无进展。所以，委

员会依然无法达到法制改革的乌托邦理想。 
委员会主席坎贝尔说：“委员会的状态十分尴尬，

成员们一直在要求加薪。”[5]虽然委员会每年向委员会

每人支付至少 1200英磅，但委员们显然并不满意。比
如，彼得·布罗迪全身心地投入《拟诉弃权法》的拟

订工作，以至于在他们回到律师职位上时，不得不用

几年的时间来重新发展业务。此外，还要考虑到，当

委员会解散的时候，没有机构会继续接纳他们。 
然而即便是普通人也能看出英国社会法制改革的

紧迫性，于是英国律师作为改革的主要推进者决定建

立自己的改革组织。 
事务律师协会是改革前英国事务律师的主要组

织，它在 1825 年开始组织建立，1827 年成立公司，
1831年取得特许证。它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办公
场所、图书馆和固定的员工。它的前身是绅士执业者

协会和北方代理人协会，为了保持这两个组织的宗旨，

事务律师协会通过对事务律师准入进行监管，逐渐提

高了行业准入标准，并引入了考试机制。 
罗伯特·毛姆（Robert Maugham）是事务律师协

会的秘书，他依托事务律师协会创办了《法律评论者》

（Legal Observer）作为建立法制改革组织的准备。虽
然从表面上看，杂志应该会成为协会的喉舌。而事实

上，协会并没有在杂志中发表很多的评论和意见，而

毛姆的主要努力都集中于鼓励各种事务律师职业组织

的发展。他倡导所有的事务律师，不管来自何处，从

事什么领域的事务，都应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职业

共同体。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法律评论者》支持

有利于律师增加业务量的改革，比如改革大法官法庭

程序、减少诉讼费用、改革或撤消教会法院。但是毛

姆与都市事务律师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受到了他们的

深刻影响，所以对地方法律职业并不十分关心。 
《法律评论者》除了在号召组建改革组织方面起

到了积极作用，也对改革本身进行了评论。毛姆十分

清楚，当时国会最大的变化是对修改法律的偏爱，而

这种偏爱会令老律师的智慧变得几乎无用。然而，这

里还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虽然很多人认为英国法制

应当改革，但每个人心中的改革方向却截然不同，他

们各自坚持着自己的理论。第二，毛姆有意无意地表

现出了他渐进改革的态度。但是，他也认识到渐进的

方法在土地法改革中只会在事实上造成更多新的不确

定性，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第三，因为在政府中没

有常设的法制改革机构，法制改革的建议大都是律师

个人的一时看法。他们虽然在某一问题上尽其所能，

力图提出完善的方案，但终归是缺乏理论专家的指导

和集体的智慧。所以，他们的议案通常在议会中会经

历较大修改。在多数人看来，他们的议案无非就是起

到提醒法律人注意某一问题的作用。 
《法律评论者》的这些评论不但传播了改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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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认识到英国律师在现代土地法改

革中必须组织起来，以形成改革的核心力量推动立法

的进行。单纯依靠议会那些食古不化的议员，只会让

改革沦入渐进主义的泥沼之中。 
法律修订协会(Law Amendment Society)作为英国

土地法改革的第一个组织，成立于 1844年，并在之后
不久便广为人知。它的主席依然是布拉姆，财务主管

是斯图尔特；它的成员范围很广，遍布英国当时与法

律相关的各个团体，但还是以诉讼律师为主。虽然，

事务律师所占的比例很小，在 119 名成员中仅有 14
名，但他们都是事务律师中的精英。 
协会认为，法制改革不是政治或政党的问题，其

控制权应掌握在律师手中。协会继续了《法律评论者》

的讨论，其核心要点是，应当建立一个类似司法部的

机构，以保证改革人员的连续性，支付法律调查研究

的费用，聘请法律起草人，监督改革计划的系统实施

并作为推动法制改革前进的权威力量。[6]此外，它还

可以审查其他机关的提案，以保证其符合基本的法律

原则。但是，在英国当时的情况下，法律修订协会显

然是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它所提议的司法部最终

也没能建立起来。 
法律修订协会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于是宣布，

协会本身就承担了司法部的职责，比如，在律师内部

组织实施已经成熟的法制改革措施。1851年，协会主
动向内政部提供了关于土地法改革的多个报告，不仅

如此，以斯图尔特为主席的会议还提交了关于普通法

和衡平法程序的报告。 
在现代土地法改革的讨论不断深入，改革思想不

断得到传播的同时，英国改革的主体事务律师也将其

组织化不断扩大，其表现就是各郡组成了律师协会，

并形成了联合体，这些组织在现代土地法改革之后的

进行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844 年，曼彻斯特律师协会 (Manchester Law 

Society)主持组建了郡律师协会联合会(Provincial Law 
Societies Association)，这一联合会后来成为各郡协会
的领导者。各郡律师协会代表了各郡律师的利益，而

事务律师协会则代表了伦敦律师的利益。但联合会在

其宗旨中还是力图回避对伦敦的敌意：“主要保障和促
进法律职业的正当权益；协助一切有益和实用的法律

修订工作；采取措施保障法律职业的尊严。”[7]同年，

曼彻斯特律师协会认为大法官林德赫斯特  (Lord 
Lyndhurst)的财产转让提案(Transfer of Property Bill)对
旧有制度有很大改进，并没有损害普通法的基本原则，

于是请求国会通过此提案，这标志着曼彻斯特律师协

会登上了法制改革的舞台。但最终郡律师联合会还是

为了在改革中维护自身利益并造成更大的影响而设立

的。 
郡律师协会联合会对 1846 年建立的郡法院制度

非常欢迎，但对国会辩论的倾向并不满意。原本，很

多地方法院的职位都向事务律师开放，而后来，这些

职位却只面向诉讼律师。其借口是诉讼律师具备独立

处理现代社会复杂法律问题的能力。在其它的改革中，

情况也十分相似。1828年《国会法》使诉讼律师像事
务律师一样可以在政府部门和委员会中取得职位，但

是诉讼律师一旦取得了这个资格，他们立即就占据了

主导地位。于是，没有沉重的税务负担和法律约束的

诉讼律师群体壮大起来；而准入严格、考试苛刻的事

务律师在诉讼律师和没有资质的从业者的双重挤压

下，处境越发困难。所以，曼彻斯特律师协会积极呼

吁：“我们只有组成一个牢固的同盟，才有希望保护这
个高尚的、荣耀的、有重要意义的职业不在社会上沉

沦，才能避免法律职业从年青人的追求中淡去，才能

让法律永为受过高等教育、有地位、有个性的人所崇

尚。”[8] 
伦敦和郡律师协会相结合的最初推动力是在郡律

师协会联合会中十分活跃的曼彻斯特和利兹事务律

师。1846年下半年，有关郡法院问题的国会辩论明显
忽视了事务律师的存在，受此刺激，两市事务律师开

始与事务律师协会讨论合作。讨论的最初结果并不令

人满意，因为伦敦事务律师的利益与郡事务律师的利

益并不一致。但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最初希望

建立的联合体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 但这并不是以事
务律师协会兼并郡律师协会联合会的形式进行的，因

为根据新颁布的 1843年《事务律师法》，新协会的理
事会申请了的全新特许证，其中写道：“郡律师协会所
提出的观念和宗旨有些超越了事务律师协会的接受范

围。 ”新协会就是大都市及郡事务律师协会
(Metropolitan and Provincial Law Society)，在它的管理
委员会中，伦敦和各郡的事务律师比例比较均衡。 
最初，大都市及郡事务律师协会就在事务律师协

会的办公地点办公，毛姆既是事务律师协会的秘书，

也充任大都市及郡事务律师协会的秘书。新协会的宗

旨是仅局限于法律职业方面。它关于职业的言论包含

了对各种问题和证据的归纳，通过向国会提交这些材

料，它希望引起大众对法律职业的关注，并最终可以

纠正现在的错误。  
大都市及郡事务律师协会提出的代表性问题可以

体现在下面这段话中：“粗糙的立法，加上本已汗牛充
栋的法典和无数摘录、编辑拙劣的法律，造成了法官

和法律职业者的困惑，也导致了诉讼当事人日益高企



第 2期                         于霄：英国现代土地法改革的先声——1828～1863年英国律师土地法改革活动述略 

 

117

 

的费用。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古老的制度被改变和抛

弃，但真正好的东西并没有留传下来。走上法庭依然

意味着高额的费用、冗长的程序和身心的压力。”[7](45)

虽然这段话被认为是对新建立的法院制度的抱怨之

辞，也被批评是仅仅代表了事务律师自身利益，但它

至少说明了大都市及郡事务律师协会的领导者们认识

到了在法制改革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最初大都市

及郡事务律师协会宣布它对法制改革的策略是对其他

人的建议提出建设性意见，但到 19世纪 50年代，菲
尔德赋予了它更多的创造性。在事务律师协会的共同

努力下，菲尔德在爱尔兰取得了大法官法庭改革的成

功，但却因为缺少英格兰事务律师的支持而没有在英

格兰取得同样的成绩。在 1851年，他甚至推动大都市
及郡事务律师协会独立起草了所有权登记的提案。 
最终的结果是，到 19世纪 50年代早期，事务律

师协会和大都市及郡事务律师协会都在法制改革各个

重要领域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并提交了具体的议案，

主要的郡律师协会情况也相似，而小一些的郡律师协

会就仅针对一些特别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将结论提交

给国家级的律师协会。《法律评论者》对这些讨论进行

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并鼓励更多的律师协会加入进来。 

不管律师协会提出的是反对还是批评，但至少承认了

一点：法制改革是法律职业者的工作，必须通过律师

协会来完成。在这一点上，所有律师协会都可以成为

朋友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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